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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7世纪占星术及理性：对历史上一次月食和幻日现象的

阐释

 □  ［意］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 著 

梁慈恩 译

译者按：原文出处为：Tiziana Lippiello, “Divination and Rationality in 17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Lunar Eclipse and a Parhelion”, Cina, Vol. 27, 1997, pp. 39—59。论文作者为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副校长、

亚洲与北非研究学院教授李集雅。李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思想和宗教，特别

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伦理。在本论文中，作者先对 1647 年 1 月 22 日耶稣会士汤若望所记录的一次月偏食

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以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与著作为基础文献，介绍了 17 世纪中国的占卜活动及其合理

性。同时，该论文也讨论了在明清宫廷中任职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传教士们在承

认观测记录天文现象的习惯以及一些“天文观”在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时，仍旧秉持着西方科学有绝对优

越性的观念，不断试图证明中国传统迷信的荒诞性。关于该矛盾态度，论文以汤若望为例，他用中国的

“传统理论”来对自己的结论加以解释说明，以便更有效地规劝皇帝，完成传教任务。

a  和汤若望编写的其他三篇文章一起，这份宫廷记载被记录在《明清史料》中。《明清史料》于 1930 年刊行于上海，是

汇总整理明清国家档案馆史料的集刊。本处可参照 1972 年出版于台北的《明清史料》乙编第 174 页；其他三篇文章可

参照《明清史料》丁编第 317 页、乙编第 108 页及丙编第 256 页。更多关于《明清史料》的信息，可参照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通报》（Tὀung pao）1931 年第 28 期第 187 页的评论以及《明清史料》甲编第 1—14 页。

b  本次月食现象于 1647 年 1 月 21 日晚 21 点 22 分在欧洲被记录下来，详细记录可以参考：T. von Oppolzer, Kanon 
Der Finsternisse, Vienna, 1887（1962 年 纽 约 修 复 版 ），p. 369; P. Hoang, Catalogue des éclipses de soleil et de lun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 56, Shanghai, 1925, p. 148. 有关中国古代占星术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考：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n Xiaochun, Jacob 
Kistemaster,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Constellating Stars and Society. Leiden: Brill, 1997.

据 1647 年 1 月 22 日的宫廷文献记载，时

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宣布，前夜钦天监记录了一次月

偏食。a

除了记录这次月偏食之外，汤若望也记下了

对这次天文现象的预言。这次月偏食现象是由精

英组成的钦天监记录下来的，钦天监内有两名满

族人、一名回族人和四名汉族人，他们负责观察

记录日月星辰的周期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奇特的气

象活动，在研究天文的过程中记录报告天文现象。

按照规定，当确认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后，应对

其进行相应的占卜活动，这样便可以得知这个现

象预示着什么，而其结果及研究将直接上报给钦

天监，由钦天监拟一份官方报告交给皇帝。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揭帖。顺治三年十二

月十七日到。

加太常寺少卿仍管钦天监监正事汤若

望等谨揭，为观候事。据天文科该更五官灵

台郎黄道隆呈报，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戊子月

食b，是日公同部监在台，测得寅初三刻八分

外未到，寅正初亏东南，卯初初刻五分食甚

正南，卯正一刻复圆西南。职等谨按《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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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占》，占曰：月冬食，其国饥，有女丧； 一
曰：将有忧，十二月食，有大水，秦国恶，

月食在鬼宿，贵人忧；一曰：后宫有忧，大

臣有诛者，天下不安，属秦 a 分。缘系观候

事理，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者，顺

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b

在汤若望的研究文件中，占卜预言参照了一

本名为《观象玩占》的古书，其作者是唐朝的观

星术士及天文家李淳风（602—670）。《观象玩占》

在明朝保存下来的版本一共有两个，存放于今中

国国家图书馆：第一版是明初印刷的，只保存下

来五章；第二版是明朝时期通过手抄本复原的，

一共有四十八章。c

《观象玩占》中记载有许多的天文现象与大

气现象，而每一种现象又和众多著名占星术士的

预言记载在一起，这些著名的占星术士包括甘德、

石申、武密及李淳风等。d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讨论一下月食这一现象。

月是“阴”这一概念在天空中的代表，中国传统

概念所认为的“阴”是消极且被动的，比如寒冷

的事物、女性、黑暗以及水，与有着主动积极意

义的“阳”相对立，而“阳”的代表是太阳、光

明和热度。中国传统所解释的宇宙里，“阳”具有

高于一切的主导权，月亮代表的“阴”以及其他

特征全部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阴”对“阳”

有着隶属与服从的不独立关系。事实上，月亮似

水、寒冷及女性化的特征正好是其独一无二的特

点，这与太阳似火、温暖、光亮及具有力量的特

a  在汉朝以前的占星学理论中，有“分野”及“星野”，天空被分为二十八星宿及十二分星，而“鬼宿”在古汉语中

代表着秦朝。占星学的任务是，万一观测到了一个异常的天文现象，就把这个天文现象与历史范畴内的事物联系起

来，这些历史范畴内的事物是可以解释说明这个天文现象的事情。关于“分野”的理论解释可以参考：Henri Maspero, 
“L’astronomie chinoise avant les Han,” T’oung pao, Vol. 26, 1929, pp. 267—356，主要参见 282—287 页。B. J. Mansvelt 
Beck, The Treatises of Later Han, Leiden, 1990, pp. 282—287; Edward H. Schafer,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Berkeley, 1977, p. 7584.

b  参考：《明清史料》乙编，第 174 页。

c  参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第 137 页，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第四卷，第 35b 页。

d  《观象玩占》所参照的书目是更古老的魏国石申所著的《天文》《天文星占》和殷朝巫咸的一部作品。文中提到的另一

个占星家武密，因著《古今通占》而出名。关于更多的中国古代占星书资料，请参考：Maspero, op. cit., pp. 269—27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 
1959, Vol. 3, pp. 196 ss.（意大利语译本为：Scienza e Civiltà in Cina, Torino, 1985, Vol. 3, 1, pp. 245—256.） 

e  （东汉）王充：《论衡》，“诸子集成”，上海，1986 年，第 7 章，第 112 页。这一理论并不是汉朝唯一流行的理论，在比

王充早了近两个世纪的司马迁时期（公元前 1 世纪），人们就认为月食是所有天体一起对月亮造成的影响。此处请参考：

Needham, op. cit., p. 412. （意大利语译本，pp. 500 s.）关于月亮的论述可参考：Schafer, op. cit., pp. 171—210.

点是平等而互补的。并且，月亮被认为是循环的

代表，有着自己的光芒（不靠反射太阳的光），就

像王充（1 世纪）所说：

日蚀，谓月蚀之，月谁蚀之者？无蚀月

也，月自损也。以月论日，亦如日蚀，光自

损也。e

坚持阴阳理论下日月互补论的王充认为，月

食并不是掩食现象，而是因为月亮的光被完全遮

挡住了；换句话说，这涉及一个天体吸收另一个

天体能量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由减到增的循环

过程，和阴阳平衡的概念一样。

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反驳“阴”及所有和

“阳”对立概念的事物都有着被动、消极与接受性

特征这个理论，不容置疑地，我们要考虑到这个

世界是由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角色控制的，在宇

宙世界也是一样，天体围绕着太阳这个极点运动，

而太阳正是宇宙的帝王。因此，从政治角度解释

这一天体现象，被太阳支配的月亮，代表着大臣

及后宫；在这两个星体间，一个太阳有着绝对优

先权的星体附属性关系建立了。

而在公元前 4 世纪，石申就解释了月食的意

义：月食是因昏君当政或臣子谋权篡位而导致月

亮偏离自己原有轨道而形成的。

月食是凶兆，因此令人恐惧，在以前人们还

不知道月食出现的缘由的时候，人们认为月食现

象会持续一整月。根据石申的看法，如果月食出

现在一个月第三天，将会有巨大灾难降临，比如

帝王驾崩。甘德补充道，如果月食出现在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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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十天到第十五天之间，预示着战争近在眼前。

不过，在 2 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对月食有了科学的

了解，公元 120 年，张衡解释道，月亮的光芒来

自于太阳的照射，而月食的形成是因为太阳与月

亮之间出现了阻碍光的物体，“当日则光盈，就日

则光尽”a。尽管如此，就算人们已经了解到月食

是一种可以推算的天体现象，古代中国人仍旧没

有摆脱月食带来的恐惧感。

当然，古代中国是不需要等到西方学者来向

中国人介绍“食”这一天体现象的原理的，在 12
世纪末，朱熹就说过：

方合朔时，日在上月在下，则月面向

天者有光，向地者无光，故人不见。及至望

时，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无光，故见其

圆满。b

而西方的学者也想要证明中国传统迷信的

荒诞性，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所说：

月食人们认为是月亮运行到了太阳直径

处吓得丧失了光芒和颜色，日食人们认为是

在晚上太阳隐藏在山脚……人们都认同自己

对这些天体现象的精妙解释，这对数学在某

方面有着推动作用，对哲学和信仰也是，但

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的

有智慧的怪物，这实在令我发笑。c

同样，丹尼耶罗·巴托利（Daniello Bartoli, 
1608—1685）也描述过关于日食与月食的驱魔仪

式，虽然巴托利从没去过中国，但是他从许多耶

a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台北，1967 年，第 76 编，第 63b 页（张衡《灵宪》部分）。Needham, op. cit., p. 414.
（意大利语译本，p. 504.） 

b  《四库全书·朱子全书》，第 50 卷，第 11b—12a 页。Needham, op. cit., p. 416. （意大利语译本，p. 506.） 

c  Pietro Tacchi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 Ricci S. J., Macerata, 1913, Vol. II, p. 207. 另外还可以参考：Francesco D’Arelli, 
P. Matteo Ricci S. J.: le ‘cose absurde’ dell’astronomia cinese. Genesi, eredità e dinflusso di un convincimento tra i secoli XVI-
XVII; Adolfo Tamburello, Dall’Europa alla Cina: contributi per una storia dell’astronomia, p. 89.

d  《四库全书》，第 789 卷，《新法算书·交食历指》，第 157 页。这部由汤若望著、徐光启（1562—1633）翻译的著作

被分为两个部分交给朝廷，第一部分于 1632 年上交，另一部分于 1634 年上交。书中与“食”这种天体现象有关的介

绍全部由汤若望用中文写成，作为练习中文的任务。关于“食”这种天体现象，汤若望所用的理论是基于第谷·布拉

赫（Tycho Brahe, 1546—1601）所提出的系统，以及丹麦天文家克里斯汀·索伦森·朗戈蒙塔努斯（Christen Sørensen 
Longomontanus, 1562—1647）在其著作《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中提出的理论。关于这类理论引进中国

的介绍可参考：Nathan Sivin, “Copernicus in China” , in Studia Copernicana, Warsaw, 1975, Vol. 6, pp. 63—122（主要参考

第 68—70 页）；Keizo Hashimoto, 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Osaka, 1988, pp. 84 s., pp. 114—120. 更多关

于布拉赫及朗戈蒙塔努斯的信息可以参考：John Louis Emil Dreyer, A History of Astronomy from Tales to Kepler, New York, 
1956, pp. 345—371.

稣会传教士寄回来的信中了解到这些仪式：当钦

天监的官员们发布月食或日食的消息的时候，城

里的人们就会准备好盆子、兽角和鼓这样的工具，

准备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魔仪式”，他们认为

龙要攻击月亮，如果不发出声音吓走龙，月亮就

会被吃掉。

最后，连汤若望在他的《交食历指》一书中

也表达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性格

的多面性，也体现了他作为传教士和皇室天文家

的双面身份。

或问：日月薄蚀，是灾变乎？非灾变

乎？若言是者，则躔度有常，上下百千万年

如视掌耳，岂人世之吉凶亦可以筹算穷也。

若言否者，则古圣贤戒惧修省，又复何说。

曰：灾与变不同，灾与灾、变与变又各不同。

如水旱虫蝗之属，伤害民物者，灾也。日月

薄蚀，无患害可指。然以理揆之，日为万光

之原，是生暄燠。月为夜光之首，是生湿润。

大圜之中，惟是二曜相资相济以生万有，若

能施之体，受其蔽亏，即所施之物成其阙陷

矣。况一朔一望，两光盛长，受损之势将愈

甚焉。是谓无形之灾，不可谓非灾也。夫晕

珥彗孛之属，非凡所有者，异也。交食虽躔

度有常，推步可致，然光明下济忽焉。掩抑

如月食入景深者，乃至倍于月体……是则常

中之变，不可谓非变也。既属灾变，即宜视

为谴告，侧身修省，是以有修德正事之训。d

《明清史料》记载的四篇汤若望署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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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个以“汤若望占”开头的文章，这篇文

章提及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偏幻日，对它的

观察与记录是在 1654 年 1 月 1 日。在给朝廷的上

疏中，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描述了这个天文现象，

并且说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这种现象是凶兆。

汤若望占

顺治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辰时，观见

日生右珥。占曰：日有珥，人主有喜。一曰：

日珥，有风。日有珥，日君有重宫妇阴事。

日朝珥，国主有耽乐之事，其不可行。女人

戒之，不则有忧。臣汤若望。a

对于太阳的四周包围着光环（实际上是因

为太阳光照射到大气层中的细小晶体上发生光的

折射与反射所产生的现象）这类奇特的大气现

象，在《周礼》中已有记载，书中记载了太阳可

以变换千万种形态。对于日晕在不同的大气环境

下有着不同的形态变化的记载出现在司马迁（前

145—约前 86）所著的《史记》之中，而在几个

世纪之后，《晋书》中定义了日晕的十种变换形

态。在各类记载之后，汤若望在记录中也说道，

日晕旁呈 46 度的半弓形的光被称为“日珥”。b

图 1c

a  《明清史料》丁编，第 317 页。另可参考：Antonio Sisto Rosso, O. F. M.,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 p. 117.

b  Needham, op. cit., pp. 475—477. （意大利语译本，pp. 575—579.）关于这个天文现象，还可以参考：Ho Ping-Yu, Joseph 
Needham, “Ancient Chinese Observations of Solar Haloes and Parhelia”, Weather, (4) 1959, pp. 124—134; Ho Peng Yoke, 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Chinshu; with Amendments, Full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Paris-The Hague, 1966, pp. 139—
144; Schafer, op. cit., pp. 88 s.

c  图 1 为两个记录在（明）朱高炽（1378—1425）撰《天元玉历祥异赋》手写本中的幻日图例。可参照：Needham, op. 
cit., fig. LXX. （意大利语译本，Vol. 3, 2, fig. 95.） 

而对这个奇特的天文现象的观察研究仍旧更

偏向于占卜方面：幻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预示

着灾难、争权的战争、将领的死亡及宫廷政变。

只有一个例外：当五种基本色（对应“五行”）在

同一个幻日中出现，则是一个吉兆。

在记录 1647 年 1 月 21 日月食的文献及记录

1654 年 1 月 1 日幻日的文献中都表明灾难的降临

是由女人引起的。通过关于幻日的文献所引用的

占卜我们可以得知，发生幻日是统治者纵欲后宫

的结果。

据记载，汤若望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地谴责顺

治帝耽于享乐。在 1651 年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帝

极信宦官谗言，1653 年，顺治帝的皇后被废黜，

与此同时，顺治帝对一位将军的妻子产生偏爱之

情，而这位将军随后“暴毙身亡”。1656 年，这

位将军的妻子被召入顺治帝后宫，不久，两人所

生的皇位继承人（荣亲王）于 1657 年的 11 月 12
日在后宫诞生，但这位年轻的太子在出生几个月

后就去世了，其母也紧随其后过世。

关于 1647 年 1 月 21 日的月食的预言，似乎

和这一系列事件十分吻合：一个居于高位的女人

将会遭受苦难，接着举国上下将会陷入哀悼的氛

围中。但在 1647 年怎么可能会得知十年后的事情

呢？如果汤若望的建言计划只是为了让皇帝不再

耽于享乐，那这份文件有可能是在 1647 年之后的

许多年才被呈给朝廷，或者也可能是在 1657 年，

天命使然，发生的这一系列悲剧碰巧和一本旧记

录中的预言相吻合。

1654 年 1 月 1 日的文件记录了有关幻日的事

件，但是这份记载却更像是政治家的手段。在那

时，顺治帝与将军之妻的关系使皇帝无意处理国

事（与预言描述的情况符合），同时也使汤若望离

规劝顺治帝信仰天主教这一目标越来越远。预言

在三年后出现，将军的妻子去世，而皇帝从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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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的氛围中调整过来后，便皈依佛教。

《清史》中曾提及，在 1657 年，钦天监里的

一位回族天文官吴明炫，曾指责汤若望做出了不

合实际的错误预言。1658 年，杨光先（1597—
1669）也表示汤若望故意选择一个凶日为早逝的

荣亲王下葬。史书中记载，那时汤若望没有使用

传统的占卜方式，他选择了《洪范五行》，而并未

参照规范的《五行》书。a在一次中风后，汤若望

丧失了说话能力，无法为自己辩护，随后在 1665
年 4 月 15 日，汤若望与其他七位传教士一起被

打入死牢。但是，大自然和中国传统迷信救了他：

一次地震的发生，以及一颗彗星落地造成的火灾

被认为是上天对于其死刑的反对。

传教士的贡献：是科学？还是巫术？

首先，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感兴趣，这一点毋

庸置疑。然而，西方传教士总是不惜一切地向中

国人展示着西方科学的优越性，同时也不辞辛苦

地想要证明中国文化中的迷信。对于西方传教士

来说，占卜活动及神秘文化是超出自身职权范围

的、与科学毫不相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传教士

们也知道，出于政权的需要，中国封建统治者有

求于西方学者与知识：能够准确的预知自然现象

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能预知未来，能预知未来便

意味着能够操控政局。在中国，上古时期占卜活

动就已在宫廷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从汤

若望的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但是对于传教士来

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他们被给予的是两

a  《清史稿》，北京，1976 年，第 45 卷（1664—1665 年）。《清史》，台北，1961 年，第 46 卷，第 726 页。清初，风水占

卜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按照规范的《五行》占卜，另一个遵循《洪范五行》。这两个分支学说很有可能都由吴景鸾

创立于 11 世纪。这点可参照：Huang Yilong, “Court Divination and Christianity” , Chinese Science, 10, 1991, pp. 1—20（主

要是 pp. 2, 18—20） .

b  这本天文百科全书是基于西方天文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天文书，于 1645 年被呈献给顺治帝。全书由汤若望、罗雅谷及

徐光启合作完成。本书第三版于 1669 年由南怀仁完成，在 1726 年被收录于皇家大型类书《图书集成》中，在 18 世

纪末期，又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可参考：Henri Bernard, “L’encyclopédie astronomique du Père Schall (Tch’ong-
tcheng li-chou, 1629, et Si-yang sin-fa li-chou), 1645” , Monumenta Serica, (3) 1938, pp. 35—77, 441—527. 亦可参考：Isaia 
Iannaccone, “The Transition of Scientific Culture from Ricci to Aleni, Shereck, Rho, and Schall von Bell: The Xiyang xinfa 
lishu” , in Tiziana Lippiello, Roman Malek (ed.), Scholar from the West: G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St. Augustin-Nettetal, 1997, pp. 573—592.

个相反的任务：一方面他们要展示西方科学的优

越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使最终的观测结果符

合统治者的要求。如果我们说西方世界的科学概

念是精准而确切的，比中国的科学高一等，这也

就意味着西方的科学里没有迷信的成分，同时，

根据西方科学观测出的结果也可以解释占卜活动

中的问题，以此获得统治者的青睐。而这两种相

互矛盾的使命使得西方传教士同时与科学研究及

政治活动有关，因此他们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并

且通常是自相矛盾。汤若望在清廷的支持下，于

1644 年获得了钦天监正一职，这是体现传教士

们兼收并蓄性格的最好例子。汤若望开展了一系

列认真的天文观测活动，并与罗雅谷（Giacomo 
Rho, 1592—1638）及徐光启（1562—1633）一起

编纂了天文学百科全书《西洋新法历书》b；但与

此同时，由于他任职于清廷所属钦天监，他需要

穿上清朝的官服。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学

习中国传统，在他们寄回欧洲的信件及与官方联

系交流中，中国的传统迷信是一个常见的话题。

1595 年，在利玛窦于南昌所写的三封信中，他

提到了一系列中国人的“荒谬之事”，他得出一

个结论，对于那些研究星体和行星周期运动的科

学，中国人对其的首要关注点，我们可以从托

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 100—170）传统学

说中找到定义，即“Astrologia Iudiciorum”或是

“Astrologia Iudiciaria”（均意为“事应占星学”）。

在利玛窦与其他传教士的信件中，“Astro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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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diciaria”仍然保留了其传统的负面含义。a

15 世纪到 17 世纪之间的欧洲，在浓烈的

文化氛围下，人们对于怎样定义科学与巫术的

界限及两者各自的能力充满热忱，经常展开辩

论，他们强调将天文学与占星学分开。一些人谴

责事应占星学，因为它在科学与巫术之间摇摆不

定。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乔瓦尼皮

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他的著作《反对占星学的辩论》

（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在其逝世后

发表于 1494 年，使得对占星学的辩论达到了巅

峰。米兰多拉试图将与科学紧密联系的方面及方

法与迷信分离开来，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他的

目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激发起人们对天文

学、物理学及医学方面的辩论。b在 17 世纪，由

于行星运动对医学、航海及农业的影响，出现了

“自然占星学”这一分支，这是占星学积极的一

面。人们对天文—占星学二分法的看法也进入了

另一个层面：认可。

如果要分开界定科学与巫术，我们需要证明

占星学的哪一个方面能够符合“精准的科学”，而

重点也转移到了分开事应占星学与自然占星学。

事应占星学仍旧受到谴责，然而自然占星学则包

含了医疗占星学（或者医学数学）及天体气象学

两个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c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

a  在公元 2 世纪，托勒密指出天文研究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分析太阳、月亮及其他天体的周期运动，即天文学，或

者是 Astrologia Quadrivialis 或 Doctrinalis；另一方面是基于星体及行星的形态所做出的有关地球事件的预测，即占星学，

或者是 Scientia Iudiciorum Stellarum，其又衍生出 Astrologia Iudiciaria 或 Astronomia Iudiciorum。许多其他的传教士借鉴

利玛窦的说法，也强调了中国科学的“荒谬”，其中西班牙传教士谢务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在 1643 年写下

了《大中国志》（L’Imperio de la Cina），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在《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中也表达了他对此的看法，巴托利也在其书《耶稣会历史》（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中提到中

国科学的落后性。关于此论点更多的信息可参考：D’Arelli, op. cit.

b  Eugenio Garin, Lo zodiaco della vita: la polemica sull’astrologia dal Medioevo al Cinquecento, Bari, 1976, p. 1 s. （及书中好几

处） ; Eugenio Garin, Magiaed astrologia nelle cultura del Rinasciment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Bari, 1984, pp. 141—178 和
Considerazione sulla magia, pp. 159—178. 另可参考：Paola Zambelli, L’ambigua natura della magia, Milano, 1991, pp. 4—
28, 77—118, 121—176. 对于占星学的概述可参考：S. J. Tester, A History of Western Astrology, Suffolk, 1987, pp. 207—243.

c  以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为例，他不仅是一个天文学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根据他的理论，心

脏与太阳有关，脾与星有关，肝脏与木星有关，胆与火星有关，肾与金星有关，肺与水星有关。可以参考：Franz Boll, 
Carl Bezold, W. Gundel, Storia dell’astrologia, Laterza, 1985, pp. 63—90, 114—117.

d  Adam Schall von Bell, Henri Bernard (ed.), Historica Relatio, Lettreset Mémoires d’Adam Schall S. I., Relation historique, 
Tientsin, 1942, p. 12.

e  这次对月食的精准计算给了汤若望和罗雅谷展示西方科学绝无错误的机会。几年后的 1630 年，朝廷同意他们两人开始

修改国家历法。

下，传教士们的态度也应该被考虑在内，他们主

张西方天文学在研究天体现象及其对人类活动影

响时比事应占星学更为优越，他们十分相信后者

是中国的天文学。17 世纪的欧洲对中国传统及中

国文化的看法趋向一致：中国传统与文化充满危

害及荒谬，中国科学的主要任务只是服务于占卜

活动，特别是事应占星学。

利玛窦与其他自由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迷信

的谴责的传教士，都没有被授予官方职位。但是，

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在 1644 年被授予钦天监监

正一职的汤若望，对此，他表达了对清廷的忠诚

与感谢，但也因此，他并没有评论中国社会真实

现状的机会。因此，汤若望承认了 13 世纪天文家

郭守敬（1231—1316）对黄道计算、月亮周期及

维度的观测结果的准确性。d尽管如此，在那种

情况下，他也指出了中国天文家在记录一次“食”

现象时的报告错误，即1623年10月8日的月食。e

从他的态度中我们能看出他的矛盾心理以及内心

想法：他从没有停止寻找机会强调赞扬西方科学

的确切性和优越性，他也想通过这种方法提升自

己在朝廷上的威望与名誉，但是他缺少的是适应

性，这点我们可以从他 1647 年及 1654 年的两篇

寄回欧洲的汇报信件中推断出来。在《中国传教

史》（Historica Relatio）一书中，我们能够了解到

钦天监内有两组研究人员：一组研究人员负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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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天体现象，在钦天监内彻夜轮班观测并向上级

汇报情况，由上级选择哪些现象可以汇报给朝廷。

另一组负责观察地表现象，为住宅和陵寝确认地

点、方向与良辰吉日（这种行为被称为地理、堪

舆或者风水，通常来讲是和风水术相关的）。这两

组人员都要参考古代的占卜文献，并严格遵循文

献中的步骤标准，不能遗漏任何一行字或者在原

意上增加任何一行字。就算是钦天监也无法修改

书面报告或者玩文字游戏，朝廷以必须将观测台

观测结果记录成册的方式限制钦天监。在两册档

案中显示，汤若望十分遵守中国传统：他为皇帝

重复古人的准则和观点，希望礼部能够召见他并

让他参与到皇帝的决策团中。a虽然汤若望并不相

信中国的占卜术，但他遵守着基本原则以保证自

身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他也可以用朝廷给他的权

利干预朝廷的政治决策。b

汤若望靠自己的想法与意志，利用中国的

星象术，将顺治帝从被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篡位

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在 1649 年，顺治帝叔父多

尔衮下令要建立一个新首都，没有人敢反对多尔

衮的决定。汤若望指出呈给朝廷的研究文件中的

一个地点，以此为例劝阻朝廷停止修建新都的计

划，在说明了新都选址是凶地之外，他也以天体

的逆现象证明自己的观点。汤若望说当时自己受

到其他许多传教士的尖酸刻薄的批评，其中以安文

思（Gabriel de Magalhāes, 1609—1677）为首，他

指责汤若望利用中国的迷信。而事实上，许多传

教士都受益于汤若望在朝廷职位的保护，然而在

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公开反对汤若望的决

定。虽然有时汤若望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及前后

不连贯，但是他在宫廷里赚得的名誉与特权，使

得皇帝给予传教士们在中国开展他们宗教活动的

权利，也同意他在一个满族城市建造一座新的教

堂——南堂（西单），而且在最后，曾经谴责过

汤若望的几位传教士，也都受到了赦免：其中阳

a  “… Hunc ergo morem secutus initio me ipsia ccomodabam, nihil apud Regem nisi veterum placita et phantasies recitando, 
donec Supremus Senatus mihi ad se vocato dixit Imperatoris mentem esse ut quae mihi viderentur mutanda vel addenda lebere 
facerem.” Historica Relatio, p. 187.

b  “… haec licentia, uti pluscum curae, sic etiam plus libertatis attulit …”  Ibid.

c  “Obeatum Calendarium, per te vivimus!” Ibid., p. 195.

d  Ibid., p. 125.

e  H. Josson, L. Willaert S. I., Corresponde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Bruxelles, 1938, pp. 560—567.

玛 诺（Emmanuel Diaz, 1574—1659） 和 李 方 西

（Francesco Ferrari, 1609—1671）在一被人们知道

是汤若望的同伴之后就被赦免了，而在安文思说

明自己是汤若望的熟人之后，他在 1647 年也从牢

狱中被放出来，只是，他在两年后继续刻薄批评

汤若望。不过，安文思之后也在一封书信中表达

了对汤若望的感谢，书信结尾是这样写的：“哦！

真福的监正大人，我们能活下来都是因为您！”c

就像汤若望自己在《中国传教史》中所提及

的，他的做法终究还是对传教任务有帮助的。他

也承认，他只是简单地顺从中国传统的惯例方法，

但是不会把这些准则贯彻到个人行为中去，就像

之前在钦天监工作的监正的态度一样。通常来讲，

当钦天监向朝廷报告根据所观测的天体现象得出

的预测的时候，基本不会试图去了解为何会得出

这样的预测，他们只被允许从古人的占星术书籍

中搜集各类预言并记录下来，随后，皇帝有权力

在这些预言之中选出一个。汤若望解释道，之前

的大部分钦天监官员并未读过许多相关书籍，他

们也不了解这些天文现象发生的原因，甚至不能

分辨真假。d

并非所有和汤若望一样供职于钦天监的传

教士都采取了汤若望的做法，比如在 1669 年继

杨光先任钦天监正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南怀仁在与朝廷的交涉中更加理

智并且观点前后一致，他不像汤若望那样穿清朝

官服，但是他也没有像利玛窦一个多世纪前批评

这种行为一样批评汤若望。他对占卜的观点在其

1684 年 11 月 26 日写于北京的一封报告中有所体

现：“我们有必要说明他们在‘择日’时所参照的

规则，这样我们已知的事情就不会受到迷信的影

响。”e除此之外，他也在其所著书《妄推吉凶辩》

及《妄占辩》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前文提到过，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想

方设法要证实中国文化中的迷信与神秘部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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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科学与巫术之间相互独立的程度又是多

少呢？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指责中国迷信之时欧洲

的历史背景：在 1585年，教皇西斯托五世（Sixtus 
Ⅴ，1521—1590）给耶稣会总会长下令，禁止传

教士们使用禁书。十年后，1595 年的 1 月 5 日，

教皇克莱蒙托八世（Clemens Ⅷ，1536—1605）
颁布了一条训令，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改革和宗

教审判所的保守态度：许多占卜书籍与文章都被

列为禁书（在训令中教皇表示，只有上帝才可以

知道未来，但是不禁止自然占星术及对农业、航

海、医学的观星占卜）。因此，有关占星术、相面

术和手相术的出版物减少了。

在 1631 年，教皇乌尔巴诺八世（Urbanus Ⅷ，

1568—1644）再次颁发了西斯托五世的训令，并

禁止有关政治问题及教会问题的占卜。据此我们可

知，在教皇西斯托五世的训令之后，人们仍然在使

用事应占星术。a考虑到这个情况，传教士们不把

这场辩论的结果带到中国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

们对中国人的迷信也是持批评与嘲讽态度的，甚至

对一些西方巫术和占星术也是这样的态度。

a  本观点完全来自林恩·索恩迪克（Lynn Thorndike, 1882—1965），更多信息可参考：Lynn Thorndike,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New York-London, 1941, Vol. 6, pp. 145—178.

b  《丛书集成·人命部》，第 3 卷，第 203—207 页。

c  Thorndike, op. cit., Vol. 5, pp. 252—274.

西方神秘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话题太过

庞大，没有办法在此全部叙述清楚，需要一个单

独的研究来讨论。我们长话短说，在此我举一个

关于西方占星术的有趣的例子，波兰传教士穆尼

阁（Jan Mikołaj Smogulecki, 1610—1656）所著的

《人命部》，因为遵循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学说的系统而变得非常出名，并且

穆尼阁在其书《天步真原》中将“对数”的概念

引进中国。穆尼阁在 1647 年被派到江南地区（湖

北与湖南之间），并在此地教授数学，从 1647 年

至 1651 年间一直居住在福建。他的作品由其门徒

薛凤祚编辑，也正是薛凤祚编成了《人命部》。穆

尼阁的著作中包含三个预言，其中第一个与亚历

山德罗·法内塞尔（Alessandro Farnese, 1468—
1549）有关，据人们说，法内塞尔生于 1468 年，

将会在 66 岁时成为教皇，事实上在 1534 年，他

确实以教皇保罗三世（Paulus Ⅲ）的身份获得了

教宗之位，b这位教皇在 1540 年 9 月 27 日批准建

立了耶稣会，也因为其在西方社会推行巫术和占

星术而被人们记住。c

 （梁慈恩：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